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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股东名册的法律地位
∗

　 　 　 　
周　 游

摘　 要　 ２０２３ 年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试图强化股东名册在股权变动中的法律地位， 尤其是第

８６ 条第 ２ 款关于 “受让人自记载于股东名册时起可以向公司主张行使股东权利” 的表述引起激烈讨论。 然而，
无论是从规则体系还是司法实践来看， 股东名册都不应具有设权性质。 股东名册虽不具有设权作用， 但在组织

法语境下确实应当作为首要的证权文件。 相比出资证明书、 公司登记、 公司章程等其他文件材料， 股东名册在

处理公司与股东以及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关系中具有更强的针对性； 在优化公司治理和保护股东权益方面， 股东

名册也能发挥更关键的作用。 为了强化股东名册的法律地位， 股东名册规则需要在制作和置备的程式要求、 未

依法置备的法律后果以及瑕疵记载的救济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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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册是公司依法对本公司股东的基本信息、 出资情况及股东资格变动事宜等予以记载造册

的法律文件。 从学理上看， 股东名册记载的事项对公司治理和股东权利行使具有重要影响。 然而，
在实践中， 公司未置备股东名册或者所置备股东名册的记载事项不完整等情形比较常见， 由此引发

诸多公司纠纷解决的疑难问题。
２０２３ 年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新 《公司法》） 有针对性地完善了股东名

册规则， 并试图强化股东名册在解决公司纠纷时的作用， 因应新 《公司法》 规则变化的司法解释也

将进一步明确 “受让人自记载于股东名册之日起取得股权” 的适用标准。 但相关规则实践能否达到

预期效果， 又是否催生新的问题， 值得忖度。 股东名册仅是公司文件之一， 对其不应孤立地看待。
问题的关键， 在于厘定股东名册的法律地位， 并据此体系化革新与之相关的规则。

一、 新 《公司法》 关于股东名册的规定析解

相较于修订前的 《公司法》， 新 《公司法》 关于股东名册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变化： 在有限责任

公司方面， 新 《公司法》 第 ５６ 条关于股东名册记载事项的规定增加 “取得和丧失股东资格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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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第 ５７ 条将股东名册明确列入股东行使查阅复制权的文件范围； 新增第 ８６ 条明确股东转让股

权应当书面通知公司并请求变更股东名册， 且受让人自记载于股东名册时起可以向公司主张行使股

东权利。 在股份有限公司方面， 新 《公司法》 第 １０２ 条完善了股东名册记载事项的规定， 以应对取

消无记名股票、 发行类别股、 股票无纸化等革新的需要； 第 １１０ 条关于股东知情权的规定也在原来

查阅基础上增加复制的权利， 这其中也包括查阅复制股东名册。
（一）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变更是股权变动的生效要件？
引发较大争议的规则变化是前述第 ８６ 条的规定。 该条是否明确了股东名册记载变更是股权变

动的生效要件？ 新近部分研究和解读都倾向于这一立场。① 当然， 更多的研究者和实践者也鲜明地

提出相反的看法。② 各方质疑可归纳为一点： “股东名册并非设权文件， 不应作为股权变动的效力

依据。”③

新 《公司法》 第 ８７ 条的规定也显现出 “生效要件” 立场的矛盾。 该条并非新规则， 早在 １９９３
年 《公司法》 第 ３６ 条即有类似规定， 后经 ２００５ 年 《公司法》 修订并保留至今。 该条开端即表述为

“依照本法转让股权后”， 从文义来看， 该条规定意在明确股权发生变动后的公司义务； 而相应修改

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正是公司义务的内容之一。 可见， 在第 ８７ 条的语境中， 股

权变动发生在前， 股东名册变更记载发生在后。 甚至可以说， 若无股权变动的事实， 股东名册记载

的变更反而缺乏法律依据。
此前， 最高人民法院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非常明确， 并指出股东名册具有三大效力。 一是权利推

定效力。 在股东名册上记载为股东的， 推定为公司股东。 股东名册只是一种证权文件， 不具有创设

权利的效果。 二是对抗效力。 未在股东名册上记载的人， 不能视为公司股东， 从而不能向公司主张

行使权利。 三是免责效力。 公司只将股东名册上记载的股东视为股东， 即便股东名册上的股东不是

真正的股东， 也可免除公司的责任。④

出现将股东名册记载变更作为股东变动生效要件的立场， 与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 年出台的 《全
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以下简称 《九民纪要》） 密切相关。 按照 《九民纪要》 第 ８ 点

的规定， 受让人有权以其姓名或者名称已记载于股东名册为由主张其已经取得股权。 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第二庭在对该点予以解释时更明确地指出，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自股东名册记载变更

生效。”⑤ 不过， 最高人民法院也意识到实践中存在股东名册形同虚设甚至不设股东名册的情况。
“有关的公司文件， 如公司章程、 会议纪要等， 只要能够证明公司认可受让人为新股东的， 都可以

产生相应的效力。”⑥ 既然如此， 又何必非要将股东名册记载的变更作为股权变动的生效要件不可？
这既有损法律权威， 也给司法实践带来不必要的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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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 究竟应当如何理解新 《公司法》 第 ８６ 条第 ２ 款 “受让人自记载于股东名册时起可以向

公司主张行使股东权利” 的规定， 确有释疑的必要。 就规则体系而言， 这并不纯然是一个新规则。
２００５ 年修订的 《公司法》 第 ３３ 条第 ２ 款即有类似规定并保留至今 （新 《公司法》 第 ５６ 条第 ２
款）。 新 《公司法》 第 ８６ 条第 ２ 款意在强调受让人开始行使股东权利的时间点是自记载于股东名册

时起。 该规定于 《公司法三审稿》 中新增， 但 《公司法三审稿》 的表述是 “受让人自记载于股东

名册时起向公司主张行使股东权利”， 并无 “可以” 二字； “可以” 二字在 ２０２３ 年底新 《公司法》
通过前夕的 《公司法四审稿》 中方才出现。① 该修改不应被忽视。 这首先是与第 ５６ 条第 ２ 款的表述

相统一； 更重要的是， “可以” 重在表明记载于股东名册的受让人当然有权向公司主张行使股东权

利， 但不能反过来认为未记载于股东名册的受让人就一定不能行使股东权利。② 可见， 股东名册记

载是行使股东权利的充分条件， 但不是必要条件。③ 因此， 新 《公司法》 若旨在明确股东名册变更

记载是股权变动的生效要件， 那么， 相关规定应有诸如 “未记载于股东名册的受让人不得向公司主

张行使股东权利” 等表述。
此外， 最高人民法院曾指出， “因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行为发生的股权变动的生效时点， 应

当与因其他原因发生的股权变动生效时点区分开。”④ 但是， 新 《公司法》 第四章 “有限责任公司

的股权转让” 和第六章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发行和转让” 所规定的内容都并非局限于自愿转让的

情形。 包括股权强制执行、 股权回购、 股东资格继承等内容也都规定在这两章中。 换言之， 《公司

法》 语境下， 所谓股权转让本身就是采取广义的表达， 即相当于股权变动。 非自愿转让确有特殊之

处。 例如， 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被法院强制拍卖或者依法裁定以物抵债， 则该股权由原股东转移至

买受人或者接受抵债物的债权人。⑤ 再如， 股东资格继承的处理也不能颠覆民法关于继承的一般规

则， 公司法仅对股东资格的继承作出规定， 至于股权所对应的财产份额要如何处置， 则由民法调

整。⑥ 由此， 强调股东名册在其中的作用当然也不合适。 此外， 司法者还很可能认为非自愿转让情

形下， 公司自治通常处于失灵状态。 例如， 在股东依法行使股权收购请求权时， 股东与公司之间可

能处于相对紧张的状态， 若再以股东名册记载变更作为股权变动的生效要件， 可能对股东退出乃至

中小股东保护都带来不必要的障碍。 然而， 将自愿转让区别于其他股权变动情形， 并以股东名册记

载变更作为生效时点的正当性是存疑的。 一方面， 公司法与物权法、 继承法处理的是不同的法律关

系， 并不存在哪个规则优先适用的问题。 无论是股权强制执行还是股东资格继承， 都应当细化股权

变动的不同阶段及其变动的具体内容， 继而精准适用相应的法律规则。 另一方面， 自愿转让情形

下， 公司自治同样可能出现失灵的状态。 从法律关系来看， 所谓自愿， 指的是转让人和受让人之间

达成合意， 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 该合意并不能约束公司及其他股东。 这就意味着公司有可能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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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后最终于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提请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 在此前， 《公司法》 修订草案审
议稿先后三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 本文将数次审议稿分别简称为 《公司法一审稿》 《公司法二审稿》 《公司法三审稿》 《公
司法四审稿》。

刘凯湘也指出， 所谓 “可以” 向公司主张行使股东权利的规定并没有清晰地表达 “没有记载于股东名册的人就不是公司的
股东” 的含义。 参见刘凯湘： 《股东资格认定规则的反思与重构》， 载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３０ 页。

有不少实务界人士也持该立场。 参见李皓主编： 《原理、 逻辑与实战： 新公司法诉讼实务十六讲》，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４ 年版，
第 ２９８ 页。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理解与适用》， 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 第
１３７ 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理解与适用》， 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
版， 第 １３７ 页。

参见周游： 《股权利益分离视角下夫妻股权共有与继承问题省思》， 载 《法学》 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７６ 页。



履行新 《公司法》 第 ８７ 条规定的重新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记载的义务。
可见， 自愿转让情形下将股东名册记载变更作为股权变动生效要件也并不具备充分的便宜性。

（二） 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规定简析

新 《公司法》 第 １０２ 条对股份有限公司也提出了置备股东名册的要求。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

名册的相关规定能否得出股东名册记载变更是股权变动的生效要件的结论， 同样存在疑问。
依照新 《公司法》 第 １５９ 条第 １ 款的规定， 股票转让后由公司将受让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

记载于股东名册。 该规定与前述第 ８７ 条的规定类似， 股票转让的事实是股东名册记载变更的原因，
而非结果。 进而， 新 《公司法》 第 １５９ 条第 ２ 款第 １ 句规定， 股东会会议召开前 ２０ 日内或者公司

决定分配股利的基准日前 ５ 日内， 不得变更股东名册。 在召开股东会会议或者决定分配股利的基准

日前一定期间之所以不得变更股东名册， 主要还是基于稳健公司治理及防止投机行为的考虑， 而不

是为了明确股权变动的生效要件。 即便当事人在此期间内订立股权转让合同， 也不能因为此时不得

变更股东名册而否定合同效力。 股权变动的效果依然在合同当事人之间产生约束力， 只是当事人需

要在此期间终了后方可要求公司变更股东名册及向公司主张行使股东权利。 实际上， 第 １５９ 条第 ２
款第 １ 句主要针对的是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公众公司的实践， 该规定在适用于非公众公司时是否存

在问题， 值得忖度。 例如， 股东人数较少的股份有限公司能否通过公司章程或股东会决议改变上述

不得变更股东名册的规定？
新 《公司法》 取消了无记名股票的规定， 由此， 公司发行的股票， 都应当是记名股票。 这一变

化也将对股东名册记载问题产生较大影响。 在坚持记名股票和无记名股票分类的国家和地区， 仅有

被记载于股东名册的主体才被视作股东。 例如， 英国 《公司法》 区分股份持有人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 和

成员 （ｍｅｍｂｅｒ） 两者， 只有载于成员登记册的人才有权享有类似于我国法上的完整股东权利。① 对

于无记名股票的持有人， 例如在大多数欧盟成员国， 则由向其提供证券账户的中介机构披露持有人

身份信息并由公司验证其是否为股东， 又或者在法律允许的前提下， 由中介机构代表持有人行使表

决权。② 而在公司发行股票全部为记名股票的情形下， 股东名册将需要记载全部股东的信息； 对于

股份有限公司 （尤其是上市公司） 而言， 如何实现上述规则要求， 以及这一要求如何影响股东名册

的法律地位， 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二、 股东名册记载变更作为股权变动生效要件的实践障碍

对于股东名册的置备事宜， 尽管 《公司法》 采用了 “应当” 的措辞， 但从目前实践来看， 绝

大多数公司都未置备股东名册。 置备股东名册的公司大多涉及企业改制等特殊背景。③ 新 《公司

法》 试图强化股东名册法律地位有其积极意义， 但将其作为股权变动生效要件可能存在实践障碍。
（一） 司法实践涉及股东名册问题的情况分析

既然新 《公司法》 第 ５６ 条第 ２ 款并不是新规则， 再加上 《九民纪要》 的推进， 按理说将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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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Ｓｅｅ ＵＫ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ｃｔ ２００６，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１２. 另参见葛伟军译注： 《英国 ２００６ 年公司法》 （第 ３ 版），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 第
８４ 页。

参见欧洲交易后组织： 《股东身份的识别与登记》， 何家颐译， 郑彧校， 载蔡建春、 王红主编： 《证券法苑》 （第 ３９ 卷）， 法
律出版社 ２０２４ 年版， 第 １９ 页。

例如，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２） 鄂 ０１ 民终 ３１０９ 号民事裁定书。



名册记载变更作为股权变动生效要件的规则条件似已成熟， 那么， 司法实践是否已经倾向于股东名

册 “生效要件” 说？ 笔者从北大法宝收集整理了从 《九民纪要》 出台到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近 ５ 年间与股

东名册记载有关的 ２２７ 个案例， 基本情况如下： 一是在这 ２２７ 个案例中， 公司未置备股东名册的案

例为 １８９ 个； 而在公司置备了股东名册的案例中， 不乏存在多份股东名册、 提供虚假记载甚至是伪

造的股东名册等乱象。 二是明确指出股东名册记载具有设权性质的案例有 １２ 个， 认为股东名册是

股东行使权利的推定依据的案例有 ３９ 个。
１. “设权性质” 的司法表达

法院直接表明股东名册具有设权性质的情形并不常见。 少数案例中的表述通常是 “股东名册登

记的设权性质决定了股权转让合同 （或增资协议） 生效并不会使受让人自动取得股权。”① 这是受

到了前述最高人民法院相关释义的影响。 进而， 细究案情不难发现， 所谓 “设权性质” 或 “取得股

权” 指向的仍是股东可以向公司主张行使股东权利， 且通常是在公司确实置备了股东名册的前提下

所作论证。 一旦公司未置备股东名册， 法院在上述裁判中通常只能迂回地作出解释， 只要有证据证

明股权变动已经公司认可或确认， 就等同于产生类似于股东名册变更记载的设权效力。 例如在个案

中， 法院认为， 考虑到股东名册记载变更的目的归根结底是公司正式认可股权转让的事实， 在不存

在规范股东名册的情况下， 公司章程、 会议纪要等公司文件只要能够证明公司认可受让人为新股东

的， 都可以产生相应的效力。②

２. 如何理解股东名册作为 “推定依据”
更多法院认为股东名册是证权文件， 将其作为股权变动的推定依据， 用以证明当事人的股东资

格。③ 在这一类案件中， 不少法院都睿智地指出， 股东名册的推定效力主要是处理公司和股东之间

的内部关系， 故而， 在处理公司与股东之间的纠纷时， 一般应以股东名册作为认定股东资格的重要

依据。④ 尤其是在处理隐名出资情形下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时， 股东名册或者能起到股东名册功能的

其他文件的记载就显得非常关键。 例如在个案中， 法院认为， 在公司并未设置股东名册的情形下，
《案外和解协议》 的记载内容实质上等同于股东名册记载的内容， 可视为甲已成为公司的显名股

东。⑤ 从该案也可以看出， 在普遍缺乏股东名册的公司实践中， 探寻 “观念上” 的、 “虚拟” 的股

东名册只是为了证明公司对股权变动的一种确认。⑥ 但是， 法院通常不会只以股东名册的记载作为

唯一的裁判依据， 甚至是要推翻股东名册的推定效力。 例如在个案中， 法院认为， 股东名册具有推

定的效力， 但有相反证据能够证明股东名册上记载的股东实际上不具有股东资格的除外。⑦ 还有法

院认为， 股东名册是法律形式上对股东资格作出的推定， 这与股权的实质认定并不矛盾； 通过实质

认定推翻形式上的推定， 当然可以请求变更股东名册。⑧

在强调推定依据的 ３９ 个案件中， 认为应当坚持实质要件认定的有 ８ 个； 即便是采取形式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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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４） 京 ０１ 民终 ２６４８ 号民事裁定书；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３） 桂
０１ 民终 ７２８４ 号民事判决书。

例如，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２０２２） 津 ０１０１ 民初 １１１５３ 号民事判决书； 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 苏 １３０２
民初 ５２６４ 号民事判决书； 山东省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 鲁 ０１９１ 民初 ２３７４ 号民事判决书。

例如， 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２） 陕 ０７ 民终 ４７７ 号民事判决书；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 粤 ０３ 民终
１８３１２ 号民事判决书。

例如， 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 渝 ０４ 民终 ５７０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４） 浙 ０４ 民终 ５９９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赵旭东主编： 《新公司法重点热点问题解读： 新旧公司法比较分析》，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４ 年版， 第 ２１４ 页。
参见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４） 苏 ０３ 民终 １６３７ 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３） 沪 ０１ 民终 １２８７９ 号民事判决书。



认定的案例， 有 ３ 个认为应当以公司登记为准， 综合各类文件记载情况认定的案件有 ７ 个； 更多的

案例 （有 １４ 个） 则认为在推翻股东名册推定效力后， 应当结合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综合认定。 此

外， 在实质要件的认定方面， 不少法院更看重当事人是否完成出资义务及股权来源是否合法， 而不

是形式要件的记载。 例如在个案中， 法院认为， 虽然股东名册记载了当事人的信息， 但缺乏认购股

权协议或股权转让协议， 并向公司出资认购股权或向转让人支付股权价款等证据， 故不足以认定当

事人的股东资格。①

３. 存在瑕疵的股东名册应如何处理

在不少案件中， 股东名册的推定效力也基于记载不规范、 不一致等原因而未被法院认可。 例

如， 在较早前的个案中， 案涉公司可能并不是没有股东名册， 反倒是存在多份股东名册。 此时， 法

院不会纠结于哪一份股东名册为真的问题， 而是结合各类证据综合判断。② 这类案件也反映出股东

名册记载变更难以作为股权变动生效要件的又一重要缘由： 股东名册的制作成本太低。③ 新 《公司

法》 第 ５６ 条、 第 １０２ 条等规定仅要求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 但并未细化规定股东名册的置备形

式、 程序及瑕疵记载的处理等内容。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等主体因此也可以轻易地制作或更新股

东名册， 这无论是对于股东资格确认还是中小股东保护而言都存在较大的风险。 例如在个案中， 公

司在第二次庭审后才提交股东名册， 虽然法院并没有否定该名册的效力， 但当事人确实对于该名册

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 认为该名册既没有具体时间， 也与公司登记不符。④

基于对股东名册重要性的考虑， 在股东名册记载不全面甚至可能存在虚假记载的情况下， 法院

也尽可能综合其他因素认定公司已经置备的股东名册。 例如， 在个案中， 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虽然

有瑕疵， 但法院认为该股东名册和公司登记所记载的股东一致， 应推定公司置备了股东名册。⑤ 既

然如此， 如果当事人认为股东名册存在瑕疵， 甚至是伪造的， 能否依法申请对股东名册的真实性进

行鉴定？ 例如在个案中， 当事人对对方提供的两份股东名册的形成时间提出质疑， 并申请司法鉴

定。 但法院认为， 鉴定事项超出鉴定机构的技术能力范围， 而当事人申请鉴定的机构在法院的诉讼

过程中又不能作为鉴定机构， 最终未支持当事人的主张。⑥ 就目前情况来看， 因股东名册由公司置

备， 且置备形式及程序的规则也比较粗糙， 确实给股东名册的鉴定问题带来比较大的实践困难。 连

真实性都难以保障的一份文件， 又如何承受 “生效” 之重？
４. 未置备股东名册情形下的主要裁判策略

对于 １８９ 个公司未置备股东名册的案件， 法院对于股东资格或者股权变动时点的认定方式并不

统一， 包括形式要件认定 （８５ 个）、 实质要件认定 （３６ 个） 以及两者结合认定 （６８ 个） 等。 从这

些案件来看， 司法裁判也并不是一味地探寻 “观念上” 的、 “虚拟” 的股东名册， 而需根据具体纠

纷涉及的法律关系区别对待。
第一， 在采取形式要件认定的案件中， 法院侧重考虑包括公司登记 （２２ 个）、 协议 （１７ 个）、 决

议 （１２ 个）、 章程 （５ 个） 等文件的记载。 以公司登记为准的案件多涉及外部相对人的保护问题，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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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参见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 湘民再 ３０４ 号民事判决书。
例如，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 嘉南商初字第 １２９５ 号民事判决书。
例如，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 （２０２２） 闽 ０１０４ 民初 ６４７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 粤 ０１ 民终 ２０８６９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 苏 ０６ 民终 ２４２５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 最高法民申 ４６４３ 号民事裁定书。
例如，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２） 京 ０２ 民终 ９９９１ 号民事判决书。



　 　 　 　 　其余的案件则多以公司内部关系为主要背景。①

第二， 在采取实质要件认定的案件中， 纠纷通常发生于公司与股东之间、 股东与股东之间。 法

院在认定过程中对于不同实质要件之考虑也存在差异， 包括是否支付出资款、② 实际行使股东权

利、③ 参与公司经营管理、④ 实际控制公司⑤等具体情形都可能作为主要考虑因素。
第三， 在两者结合认定的案件中， 法院通常认为， 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均为是否具备股东资格

的判断依据。⑥ 形式要件的功能主要是对外的， 在与公司以外的第三人争议中， 形式要件对股东资

格的认定比实质要件更具意义； 而实质要件主要是对内的， 用于明确股东间的权利义务。 当实质要

件与形式要件出现冲突时， 法院通常在考虑各利害关系人间利益平衡基础上， 结合争议的法律关系

性质， 选定合理标准对股东资格作出认定。⑦ 实际上， 这也是 《九民纪要》 提出的一种裁判理念。⑧

总之， 在当事人对于股权归属问题产生争议时， 法院当然不可能仅凭单一证据或者仅凭形式要

件即作出裁判， 而是综合双方提交的各类证据加以权衡。 但是， 在不少案件中， 由于公司治理不规

范， 不仅没有股东名册， 还可能出现缺失出资证明书、 未及时办理公司变更登记、 股东会决议有瑕

疵等情形， 故而， 当事人仅能提供涉及形式要件或实质要件的特定证据， 法院也不得不仅根据极其

有限的证据作出裁判。
（二） 上市公司置备股东名册的特殊实践

除股东名册之外， 上市公司实践中还存在所谓证券持有人名册， 该名册与股东名册有别。 就目

前实践来看， 上市公司难以实时地置备符合新 《公司法》 第 １０２ 条规定的股东名册。
一方面， 证券持有人名册由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登记， 并不由公司 （即证券发行人） 直接制

作。 公司根据证券持有人名册的登记制作股东名册。 然而， 在实践中， 上市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始终

处于不完整且滞后状态。 其一， 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中证登） ２０１８ 年

《证券持有人名册业务实施细则》 第 ６ 条的规定， 中证登每月向证券发行人提供截至上月最后一个

交易日、 本月 １０ 日和本月 ２０ 日 （该日为非交易日的， 应为该日前一个交易日） 的按证券总规模统

计的前 ２００ 名持有人名册、 按流通证券规模统计的前 １００ 名持有人名册。 可见， 公司即便根据中证

登定期发送的信息更新股东名册， 该名册也仅能反映大股东的情况， 而无法涵盖全体股东。 其二，
公司也有权向中证登申请获得包含全体股东信息的名册， 但通常只发生在召开年度股东会会议、 权

益派发等公司行为之前， 公司在其余期间并不掌握相关信息。 即便中证登在每个交易日结束都向公

司同步股东变动情况， 股东名册的记载也是滞后的。 按照中国证监会 ２０２５ 年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第 ３２ 条的规定， 股东名册是证明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充分证据。 这与前述股东名册记载是行使股

东权利的充分不必要条件之论断一致。
另一方面， 证券持有人名册登记的内容与股东名册记载的事项并不完全一致。 证券持有人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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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协议的， 例如， 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 黔 ０２ 民终 １６２４ 号民事判决书； 涉及决议的， 例如， 浙江省舟
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 浙 ０９ 民终 ８８８ 号民事判决书； 涉及章程的， 例如，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 桂 １２
民终 ２２３３ 号民事判决书。

例如，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 苏 ０１ 民终 １０７５０ 号民事判决书。
例如， 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 豫 １３ 民终 ６９３ 号民事判决书。
例如，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 沪 ０１ 民终 ９６４８ 号民事判决书。
例如， 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 辽 ０２ 民终 ３６８３ 号民事判决书。
例如， 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 苏 １３ 民终 １３６ 号民事判决书；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２０２２） 沪 ０１０５ 民初

１９０５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 鄂 ０１０６ 民初 １３２６５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 《九民纪要》 “关于公司纠纷案件的审理” 开头部分。



不仅登记股份持有人 （即股东） 的信息， 还包括债券持有人的相关信息。 继而， 按照 《证券持有人

名册业务实施细则》 第 ４ 条的规定， 证券持有人名册主要内容包括证券持有人姓名或名称、 一码通

账户号码、 证券账户号码、 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持有证券数量、 证券持有人通信地址等信息。 而依

照新 《公司法》 第 １０２ 条的规定，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名册的记载事项之一是 “各股东取得股份的日

期”， 这一事项在证券持有人名册中并未登记。 因此， 根据证券持有人名册的登记所制作的股东名

册无法完全符合 《公司法》 的要求。
可见， 以股东名册记载变更作为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变动生效要件同样缺乏实践基础。① 那么，

是否可以考虑以证券持有人名册记载变更作为股权变动的生效要件？ 郑彧指出， 我国证券交易实践

中不存在所谓股东名册变更程序， 而只是基于证券过户产生的证券账户记载量的变化。② 相关规则

也仅将证券持有人名册定位为证权文件。 《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 第 ８３ 条关于何为登记的规定明

确指出， 登记是指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接受证券登记申请人的委托， 通过设立和维护证券持有人名册

确认证券持有人持有证券事实的行为。 显然， 事实的确认并不等同于事实的发生。 李东方认为， 确

认证券持有人持有证券的事实 “表明了经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之后证券权利归属于证券持有人的

法律效力”。③ 所谓 “证券权利” 和 《公司法》 上的股东权利类似， 证券持有人 （此处指股东） 自

证券持有人名册变更登记后可以向证券发行人 （即公司） 主张权利。
目前， 我国大概有 ５０００ 多家上市公司， 其余绝大多数股份有限公司依然是股东人数较少的非

公众公司。 这些非公众股份有限公司在实际运营过程中与有限责任公司并无本质差异。 此前， 有不

少国有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股东之间依然具有很强的人合性。 例如在个案中， 法院认

为， 企业改制导致案涉股份有限公司存在代持他人股份的情况， 公司用于记录股权变更情况的股权

证变更登记表属于广义的股东名册； 至于当事人是否具有股东资格， 因为本案涉及的是股东和公司

之间的内部关系， 故以公司内部基础证据资料而非公司登记为准。④ 不仅是股东资格确认或者股权

变动模式的问题， 非公众股份有限公司在诸多规则适用方面其实与有限责任公司的情形没有本质差

异。 故而， 新 《公司法》 第 １５９ 条第 ２ 款第 １ 句关于不得变更股东名册的规定， 不宜当然适用于非

公众股份有限公司场合， 而应当允许公司章程另有规定。

三、 强化股东名册法律地位的正当性分析

关于股东名册法律地位的思考， 本质上指向的是股权变动模式的问题。 该问题在学界争论已

久， 相关立场大致可分为意思主义和形式主义两类。 意思主义更关注当事人意思表示在股权变动过

程中的作用， 而形式主义则在当事人意思表示之外， 强调特定形式要件的法律意义。⑤ 其中， 以股

东名册变更记载为生效要件的做法就是形式主义的一种表现。 尽管股东名册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无

法作为股权变动的生效要件， 但相较于其他文件， 股东名册在优化公司治理、 保护股东权利等方面

确实能产生更积极的影响。 公司法律制度有必要强化股东名册的法律地位， 并优化各项相关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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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观点参见周友苏： 《中国公司法论》，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４ 年版， 第 ２５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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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 豫 ０８ 民终 ３５５ 号民事判决书；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 豫民申 ６４６４ 号民事

裁定书。
参见周游： 《股权变动模式的非统一化： 实践检视与学理阐释》， 载 《法学杂志》 ２０２５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１１ 页。



（一） 与其他公司文件材料的横向比较

１. 出资证明书

出资证明书是有限责任公司向股东签发的证明其已经履行出资义务的法律文件。 结合新 《公司

法》 第 ５５ 条规定可知， 只有在满足 “公司成立后” 及 “股东实缴出资” 的条件下， 公司才能向股

东签发出资证明书。 因此， 出资证明书有针对性地记载和反映了股东出资的具体情况。 出资证明书

因其相关记载具有显著的特定性， 故而并非可流通的有价证券。 在认缴制下， 公司仅可就股东已实

缴出资的部分签发出资证明书。 股东分期缴纳出资的， 公司应当在股东每一次缴纳出资后向其签发

出资证明书； 新的出资证明书签发后， 公司应当收回并注销原出资证明书。 可见， 已经取得股东资

格的主体若尚未缴纳任何出资， 也无法取得出资证明书。 这也反映了出资证明书不仅无法作为股权

变动的生效要件， 即便其作为证权文件也不具有类似于股东名册记载的推定效力。
从实践来看， 相比股东名册， 公司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的情形更加少见。 即便是涉及出资证

明书的案件， 也多是在综合认定的前提下将其作为其中一项 （而非唯一一项） 证据。 况且， 出资证

明书虽有公司盖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名， 但毕竟由各股东自行保管； 而股东名册由公司统一制作和置

备， 更加确有规范化的可能。
２. 公司登记

相较于出资证明书， 公司登记由于具有公示意义， 不少学者建议以其变更作为股权变动的生效

要件。 例如， 邹学庚认为， 因为大多数公司没有置备股东名册， 所以将工商登记作为生效要件更契

合实践逻辑。① 然而， 在解决股权变动问题时， 公司登记也存在较大碍难。 新 《公司法》 第 ３２ 条规

定的公司登记事项之一是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 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由公司登

记机关从公司主动提供的信息中依法提取并经形式审查后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

示。 至于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 出资方式和出资日期， 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认

购的股份数” 以及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 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股权、 股份变更信息” 则属于新

《公司法》 第 ４０ 条规定的公司应当主动公示的事项。 据此， 这其中存在一种无须办理公司变更登

记、 而只需要公司主动公示的股权变动情形———股东或发起人之间的股权 （股份） 转让。 此时， 股

东或发起人并未发生变化， 只涉及持股比例的调整。 按照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的要求， 公司

对于前述属于其应当主动公示的事项， 只要在信息形成之日起 ２０ 个工作日内完成公示即可， 从而

并不会实时反映股权变动的情况。 因此， 在现行法下， 公司登记的变更无法作为股东或发起人之间

股权变动的生效要件。
股权与物权存在本质差异。 基于物权法定原则要求， 法律统一规定物权变动的模式， 当事人不

能创设与法定物权的种类或内容不相符的物权。 然而， 在投资方式多元化及股东角色异质化背景

下， 股权的种类和内容愈加呈现复杂化趋势。 最高人民法院在其较早前的裁判中也认为， 在不违反

法律规定的前提下， 当事人之间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另行约定股权转让的时点。② 当然， 公司登记并

非一无是处， 当事人约定的股权转让时点只能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约束力。 公司登记则以商事外观主

义为基础， 对相对人产生对抗力。③

３. 公司章程

王军指出， 《公司法》 并未规定股东名册必须是一个单独文件， 公司章程中有关股东信息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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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邹学庚： 《股权变动模式的理论反思与立法选择》， 载 《安徽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 第 ６６ 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 最高法民申 ９５３ 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李建伟、 罗锦荣： 《有限公司股权登记的对抗力研究》， 载 《法学家》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第 １４６ １４８ 页。



载可以视为股东名册。 这样做的好处是变更需要遵循章程修改程序， 不会被随意篡改， 也节省公司

管理成本。①

首先需要澄清的规则是， 依照新 《公司法》 第 ８７ 条的规定， 转让股权后公司相应修改公司章

程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 不需再由股东会表决。 所以， 通过章程修改程序防止股东信息被

随意篡改， 其实意义不大。 况且， 如果控股股东意图通过修改相关记载达到其目的， 即便需要满足

章程修改程序也并不困难。 伪造章程和伪造名册在这方面并没有多大区别。
当然， 尚存疑惑的是， 将股东信息仅记载于一份文件上是否就能避免记载不一致的问题？ 多份

文件都记载股东信息虽然表面上看增加了公司成本， 但公司作为一个组织， 本来就需要在公司法律

关系各方主体之间进行利益平衡， 由此产生相应的成本理所应当。 美国有学者甚至认为， 由两权分

离以及由此产生的代理成本不仅不是一个问题， 反而还是公司治理的独到之处。② 具体而言， 多份

文件记载股东信息首先是组织运作的需要， 不同的文件记载反映了不同的法律关系， 也彰显不同的

功能。 公司章程固然重要， 但记载事项涉及方方面面， 包括公司基本情况、 股东基本情况、 公司治

理规则等， 在确认谁可以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时， 股东名册可能更具有针对性。 况且， 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仅记载发起人信息， 而不包括认股人信息， 这也进一步体现股东名册确实有公司章程不能替

代的法律意义。
（二） 股东名册作为处理公司内部法律关系的首要证权文件

股东名册是重要的证权文件， 是股东向公司主张行使股东权利的首要推定证据。 股东名册主要

反映的是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关系， 从本质上看， 这是属于公司自治范畴的问题———股东名册只是公

司确认股东资格的其中一种方式， 但绝非唯一的方式。 股东名册虽然不是唯一重要的文件， 但从应

然角度出发， 它在优化公司治理和保护股东权益方面确实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当前及未来的规则构

建， 有必要强化股东名册的法律地位， 明确其在处理公司与股东之间关系时具有推定效力； 其他文

件记载与股东名册记载不一致时， 原则上应当以股东名册记载为准， 除非当事人有证据证明股东名

册记载有误。 由此， 本文不仅试图客观地厘清将股东名册作为股权变动生效要件可能存在的问题，
也意在明确公司制作和置备股东名册的积极意义。

之所以要强化股东名册的法律地位，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适用情形的比较。 出资证明书的适用面太窄， 仅与是否实际出资有关， 与股东资格没有必

然联系； 与之相反， 公司章程调整的范围又过于宽泛， 是涉及公司各项事务的 “顶层设计”， 针对

性太弱； 公司登记则主要处理公司外部法律关系。 股东名册的存在意义， 旨在有针对性地解决公司

和股东乃至股东和股东之间的内部关系问题。 不能因为股东名册规则的不完善而否定股东名册本身

的价值。
二是商事外观主义。 不仅是公司登记， 股东名册同样体现了商事外观主义的要求。 一方面， 基

于股东名册记载的推定效力， 在册人员无须证明自己是股东即可向公司主张行使股东权利， 但不在

册人员如果认为自己是股东， 则负有举证责任。 另一方面， 公司可根据股东名册记载拒绝不在册人

员的权利主张。 这就保证了公司治理的稳健性， 以防止投机行为的发生。 前述新 《公司法》 第 １５９
条关于分配股利的基准日前 ５ 日内不得变更股东名册的规定也印证了这一点。 域外实践也多有强调

股东名册对抗力的规定。 例如， 日本 《公司法》 同样严格区分股权转让合同效力及其对公司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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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的法律效果， 未在股东名册上记载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的人， 即便基于股权转让合同取得股

权， 也不得对抗公司及其他第三人。①

三是实践积累和已有观念的影响。 尽管实践中大多数公司没有股东名册， 但立法、 司法不断强

化股东名册的法律地位， 在此过程中也逐渐积累了许多实践经验。 如前述， 在公司没有股东名册的

情形下， 不少法院仍坚持探寻 “观念上” 的、 “虚拟” 的股东名册， 这既是为了定分止争， 也是旨

在指引商业实践有必要通过规范股东名册记载以优化公司治理。
总之， 股权变动之所以引发诸多复杂的问题， 主要在于其中涉及多方法律主体， 并由此形成不

同的法律关系。 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自愿转让为例： 转让人和受让人之间， 公司和受让人之间， 以

及公司、 股东与善意相对人之间因转让行为依次发生法律关系， 这是分步骤的动态过程， 不能仅以

唯一的静态记载作为生效要件。② 对于公司和受让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股东名册确实能发挥关键作

用， 但也只是公司确认股东资格的其中一种方式。③ 故而， 在股东名册规则未能得以体系化革新之

前， 将相关规则机械地理解为以股东名册记载为准， 当然是不妥当的。④

（三） 股东名册记载事项的意义及局限

一份文件究竟能证明什么， 当然取决于该文件上的记载内容。 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在

股东名册的记载事项方面有一定的共性， 主要包括股东的身份信息、 出资额或股份数、 出资证明书

或纸质股票的编号、 股权变动的日期等内容。 与出资证明书记载的事项相比， 股东名册还需要记载

股东的住所， 以便公司或相关主体向特定股东送达文件。 那么， 从记载事项来看， 作为首要证权文

件的股东名册， 究竟能证明什么？
新 《公司法》 第 ５６ 条、 第 ８６ 条所规定的向公司 “主张行使股东权利”， 具体是什么权利？ 根

据股东名册记载事项的规定， 我们只能了解股东的持股种类和持股数量， 甚至连持股比例都不是必

要记载事项， 更无法从中知悉股东具体享有什么权利。 实际上， 股东名册、 出资证明书以及公司登

记等记载事项其实都只能证明股东资格， 而不能明确股东权利的内容。⑤ 从规则体系看， 法律的明

确规定、 公司章程的特别规定、 协议的特别约定等都可能涉及股东权利的具体内容。 股东名册等单

一文件的记载不能反映股权的全部内容， 它只能证明股东向公司主张权利的资格。
此外， 新 《公司法》 第 ５６ 条增加 “取得和丧失股东资格的日期” 作为股东名册记载事项， 是

否表明采取了股东名册 “生效要件” 说？ 李建伟认为， 这项变动 “看似简单， 实则暗藏玄机”。 该

信息足以表明， 股东名册一改原来仅仅是特定时刻之股东花名册的静态记载， 而是华丽转变为公司

成立之后历次股东名册变更的所有信息之记载， 即本公司的 “股东家谱”。⑥ 笔者认为， 上述评价

主要强调股东名册因为该事项的记载而具有更强的证明力， 所以依然是 “证权” 而非 “设权” 的

思路。 对比新 《公司法》 第 １０２ 条关于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名册记载事项的规定， 此次新 《公司法》
显然有意联动完善两类公司股东名册的记载事项， 但又在有限责任公司部分特别增加 “丧失” 股东

资格的日期的记载要求， 主要还是基于司法实践的需要。 当然， 即便公司置备了股东名册， 股东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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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日本 『会社法』 第 １３０ 条参照。
参见周游： 《股权变动模式的非统一化： 实践检视与学理阐释》， 载 《法学杂志》 ２０２５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１９ 页。
部分法院对此有比较深刻的认识。 例如， 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 粤 １９７１ 民初 ３２３１４ 号民事判决书。
薛波指出， 往往以某一固定理论模式框定实践中复杂异常的股权变动问题， 这些莫不与股权转让中对公司意思之漠视 ／ 忽视

密切关联。 参见薛波： 《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公司意思介入问题研究———兼评 〈公司法 （修订草案二审稿）〉 第 ８６ 条》， 载 《财经法
学》 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 第 ３８ 页。

刘凯湘指出， 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等记载的信息只能是股东资格， 而非具体的股东权利。 参见刘凯湘： 《股东资格认定规则
的反思与重构》， 载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４２ 页。

参见李建伟主编： 《公司法评注》，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４ 年版， 第 ２４１ 页。



册上所记载的日期也应当是导致股权发生变动的行为之发生时间， 而不是变更记载的日期。

四、 股东名册规则革新的着眼点

为了强化股东名册的法律地位， 股东名册规则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这归结起来主要有三个

方面： 第一， 公司制作和置备股东名册的程式要求； 第二， 未依法置备股东名册的法律后果； 第

三， 股东名册瑕疵记载的救济。
（一） 公司制作和置备股东名册的程式要求

新 《公司法》 虽然强化了股东名册的法律地位， 但仍未明确与之相关的程式要求， 这不仅没有

很好地解决既往存在的问题， 还可能产生新的难点。
首先， 所谓 “公司” 制作和置备股东名册， 这里的 “公司” 具体是指公司的什么机构？ 依照

新 《公司法》 第 １３８ 条以及证券法律制度的相关规定， 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有管理股东资料和办理

信息披露事务等职责， 所以应当由董事会秘书统筹股东名册制作和置备相关工作。 可是， 对于其他

公司， 董事会秘书并不是必设的， 究竟由哪个主体负责仍是个疑问。 笔者认为， 遵循公司自治原

理， 应当由公司根据自身情况作出选择。 为避免争议， 公司章程应当对此作出明确规定。 若公司章

程没有规定， 则应推定由董事会负责。 这是因为董事会肩负核查催缴股东出资 （新 《公司法》 第

５１ 条）、 按照股东会决议进行利润分配 （新 《公司法》 第 ２１２ 条） 等职责， 制作和置备股东名册是

董事会依法履行上述职责的重要前提。
其次， 股东名册是否需要打印， 并且加盖公司印章以及由法定代表人签名方为有效？ 上市公司通

常都是在通过同步证券持有人名册的信息后生成一个电子形式的股东名册， 并无纸质文件。 上市公司

尚且如此， 其他公司的股东名册在形式方面更没有严格的要求。 笔者认为， 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制

作股东名册的形式要求， 但基于优化公司治理和保护股东权益的考虑， 公司章程确有必要对此作出规

定。 新 《公司法》 第 ５５ 条之所以对于出资证明书有形式要求， 是因其由股东各自持有， 从而通过统

一化处理以确保真实性。 股东名册由公司单独制作和置备， 为妥善处理公司内部关系， 更应当有符合

各股东合理预期的形式， 以公司章程所规定的形式制作和置备的股东名册当然也更能让各股东信服。
再次， 第 １０２ 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 “制作股东名册并置备于公司”， 但第 ５６ 条仅规定有限责任

公司 “置备股东名册”， 而未提及必须置备于公司。 那么，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名册是否必须置备

于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名册如果不置备于公司是否存在形式上的瑕疵？ 笔者认为， 一方面，
股份有限公司 （尤其是上市公司） 通常具有更规范的公司治理， 《公司法》 明确规定股份有限公司

的股东名册应当置备于公司有一定合理性。 不过， 不能仅因为股东名册未置备于公司而否定其效

力， 但是这样的股东名册的证明力可能较弱。 例如在个案中， 案涉股东名册由当事人的父亲制作和

经办， 无法认定是公司的行为， 所以法院认为其真实性存疑。① 另一方面， 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治

理通常更加灵活。 实践中， 不少有限责任公司的住所只是为了公司登记需要而由代办公司选址， 股

东甚至都没有去过实地， 更不用说把股东名册置备于公司。 公司制作股东名册已实属难得， 再苛求

置备之处当然是不妥当的。 所以，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名册的效力认定无须考虑是否置备于公司这一

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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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 桂民终 ６３９ 号民事判决书。



此外，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互联网的普及， 股东名册电子化应当是必由之路。 未来， 我们可以借助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已经具备的良好基础建立股东名册统一记载系统。 在电子化背景下， 普及

市场化的股权登记托管也是可取的策略。 但电子化处理并不意味着公示股东名册。 与上市公司证券持

有人名册类似， 通过托管等电子化处理的股东信息不等同于股东名册， 公司仍有按照相关信息制作和

置备股东名册的义务。① 股东名册只要仍由公司自行置备， 而非由公权力部门负责， 那么， 其就无法

产生类似于不动产登记簿的设权效果。 总之， 即便建立相应的电子系统， 对于股东名册而言也只能

“保有”， 并不能 “保真”。 本质上， 这仍是强化股东名册的 “证权” 而非 “设权” 效力的举措。
（二） 公司未依法置备股东名册的法律后果

新 《公司法》 没有明确公司未依法置备股东名册的法律后果， 故公司可能仍然缺乏履行该义务

的动力。 对于 “法律后果” 至少有两种规则表达： 一是设定行政处罚； 二是明示在民事纠纷中需要

承受的不利后果。
一方面， 设定行政处罚固然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 １９９２ 年，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制订的

《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 第 １０５ 条明确规定， 财政机关或税务机关有权对不按照规定置备股东名

册或者对其作虚假记载的公司给予处罚。 对公众公司、 国有公司等特殊类型的公司及其主要负责

人、 其他责任人员设定必要的行政处罚还是具有一定可行性的。 但对于非公众、 非国有的公司而言，
此举就值得斟酌。 新 《公司法》 第 １ 条在立法目的方面有了非常重要的革新， 其中一点就是 “弘扬企

业家精神”。 “非必要不设定行政处罚、 不给予行政处罚” 是这一精神的重要体现， 本质上是要对市场

规律的尊重。 针对一般的公司未制作和置备股东名册的情形设定行政处罚是不合适的。
另一方面， 法院在裁判中明示不置备股东名册需要承受的不利后果可能更有利于强化股东名册

的法律地位。 其一， 制作和置备股东名册属于公司事务， 司法裁判可以酌情认定未履行职责的董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构成勤勉义务的违反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当然， 法律也有必要明确， 公司如果

有正当理由， 可以拒绝变更股东名册记载。② 其二， 司法裁判在处理公司内部法律关系时宜坚持商

事外观主义， 进一步强化股东名册的证权作用。 例如， 在处理隐名出资纠纷时， 原则上推定记载于

股东名册的主体就是股东， 而不过分考虑是否实际出资、 是否参与经营管理等情形。③ 由此， 实践

者一旦充分意识到不置备股东名册可能带来的风险， 也就可能更认真地对待股东名册。
从长远来看， 规则构建应当实现这样一种效果： 置备股东名册非但不会增加运营成本， 反而能

提升公司治理和股权行使的效益。 例如， 在股东名册电子化基础上， 将变更记载的及时程度纳入企

业信用评级及其他评价体系的考量因素。 由此， 公司也有了主动置备股东名册的激励。
（三） 股东名册瑕疵记载的救济

一旦强化了股东名册的法律地位， 当事人针对股东名册记载的纠纷也可能有所增加。 在与公司

有关的纠纷中， 目前虽然有 “股东名册记载纠纷” 这一案由， 但从过往实践来看， 该案由项下的案

件争议焦点仍是股东资格确认， 继而通过请求变更股东名册记载的方式， 实现积极或消极确认股东

资格的目的。 通常情况下， 当事人不会仅要求确认股东资格，④ 而是附带请求公司签发出资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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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例如，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 川 ０１ 民终 １３２４５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龚浩川、 习超： 《论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中的公司登记酌情权———香港经验与内地借鉴》， 载 《财经法学》 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 第 ３２ 页。
参见周游： 《股权利益分离机制下隐名出资问题之再阐释》， 载 《北方法学》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５８ 页。
这是因为，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股权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 １７ 条的规定， 生效法律文书仅确认股权属

于当事人所有， 当事人可以持该生效法律文书自行向股权所在公司、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股权变更手续； 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的， 不予受理。



　 　 　 　 　变更股东名册记载以及办理公司变更登记。① 直接因股东名册记载存在瑕疵而提起的诉讼并不常见。
那么， 是否可以考虑在股东名册记载纠纷案由之下增加要求公司修正瑕疵记载的内容？ 既然制作和

置备股东名册属于公司事务， 当然不能强制公司为之， 而只能要求公司及相关人员承受不履行义务

带来的不利后果。 股东名册的记载只是实现股东权利的一种手段。 无论是确认股东资格， 还是认定

享有具体的股东权利， 当事人直接提起相应的诉讼即可， 例如知情权诉讼、 盈余分配诉讼等。 当

然， 当事人在提起相关诉讼的同时可以一并请求变更股东名册记载。 继而， 司法裁判有必要回应前

面提及的 “法律后果” 问题， 无论是没有股东名册还是股东名册记载存在瑕疵， 只要法院认定由公

司及相关人员承受因此带来的不利后果， 公司也会在此后自觉完善股东名册。
进而， 为敦促公司重视股东名册并尽可能减少股东名册记载瑕疵， 是否有必要扩大有权查阅股

东名册的主体范围， 值得忖度。 例如， 日本 《公司法》 允许股东和公司债权人在公司营业时间内随

时提出查阅或者复制股东名册的请求。② 英国 《公司法》 更是允许公司成员以外的任何人在向公司

表明查阅目的并支付规定费用后查阅成员登记册。③ 澳大利亚等国也有类似规定。④ 这些规定都以

提升股东名册的公开程度为前提。⑤ 当然， 在资本市场的交易及监管规则仍有较大完善空间的背景

下， 股东名册、 证券持有人名册所记载信息也可能沦为操纵市场的工具， 过度公开也可能增加市场

风险。⑥ 如何在充分发挥股东名册作用的同时有效遏制投机行为， 仍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结　 语

股东名册虽不具有设权作用， 但在组织法语境下确实应当作为首要的证权文件。 一方面， 无论

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 也无论是基于理论还是实践的视角， 股东名册变更记载不能作

为股权变动的生效要件。 另一方面， 股东名册在处理公司内部法律关系问题上具有显著优势。 公司

法作为组织法， 其主要调整对象是公司内部法律关系。 相比其他文件材料， 股东名册在处理公司与

股东以及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关系时具有更强的针对性。 在优化公司治理和保护股东权益方面， 股东

名册的法律意义也更为显著。
在辩证看待股东名册的法律地位基础上， 面对股权变动模式选择时， 也有了比较清晰的方向。

股权变动往往涉及公司内外部法律关系多个主体， 股东权利的具体内容在股权变动过程中也可能不

是一步到位的。 不仅股东名册变更记载无法作为股权变动的生效要件， 以任何一份文件记载的变更

作为生效要件实际上都是不可取的。 可见， 厘定新 《公司法》 背景下股东名册的法律地位， 是进一

步深刻理解股权变动乃至股权性质等诸问题的关键之维。

（责任编辑： 姚海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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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２） 粤 １８ 民终 ５８９ 号民事判决书。
日本 『会社法』 第 １２５ 条参照； 神田秀樹 『会社法』 （弘文堂， ２０２２ 年） １１４ １１５ 頁参照。
Ｓｅｅ ＵＫ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ｃｔ ２００６，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１６．
参见黄辉： 《现代公司法比较研究———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第 ２ 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 第 ８４ 页。
无论是股东还是其他合法获取股东名册信息的主体， 很可能构成个人信息处理者。 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遵守诚信原则， 并

且不能超越查阅目的使用相关信息。 参见林一英： 《利益平衡视角下的股东查阅权落实路径》， 载 《财经法学》 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 第
２６ 页。

例如，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 （陈宏庆）》 （〔２０１５〕 ４３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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